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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耦合理论在组织领域的应用：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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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松散耦合理论为企业协调高度分散的组织单元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近年来日

益受到学者关注。其核心概念“松散耦合”旨在描述系统中的子单元既相互响应又保留了各自

身份、在物理和逻辑上保持分离的现象。然而，现有文献仍存在内涵界定模糊、研究结论不一致

和应用范围受限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理论应用边界。本文回顾了1973—2023年的相关研究文

献，基于多重视角对松散耦合的概念内涵、前因要素、作用后果以及边界条件进行了系统性归

纳总结，提出一个跨组织边界和跨组织层次的整合性概念框架。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本文从

概念解构、机制挖掘、动态演化和情境拓展四个方向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进一步推动

松散耦合理论在组织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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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以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为特征的“乌卡”环境已经成为企

业管理面临的新常态，为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组织间关系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逆

全球化趋势下，出于成本最小化目的建立的集中式紧密供应关系不再适用，企业需要重新思考

如何平衡全球供应依赖和运营自主可控之间的矛盾（Li, 202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用促使商业活动在空间和时间边界上更加灵活多变，如何协调高度分散的分支机构与合作伙

伴，使焦点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成为商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魏江等，2021）。面对上

述情境，企业需要同时考虑组织内外部的紧密（密切）和松散（疏远）联系，从而让各个系统单元

既可以保留足够的黏合度以保证其为整体目标服务，又可以根据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多样化

的反应。松散耦合概念中响应性和独特性并存的辩证特质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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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始探讨如何应用松散耦合理论为逆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下的组织实践提供理论指导（Li,
2020; Nambisan和Luo, 2021）。然而，尽管相关研究已从适应能力、组织合法性与知识基础观等

视角对松散耦合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应用（Berente和Yoo, 2012; Sinha等, 2015; Kreye和
Perunovic, 2020），出于概念本身的隐喻性和新颖性，现有文献在松散耦合概念、前因和作用后

果等方面尚未取得一致结论。因此，面对逆全球化挑战和数字技术机会叠加的复杂环境，有必

要对松散耦合理论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从而厘清松散耦合概念内涵及其在商业组织中的

形成前因和作用后果，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

松散耦合理论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Weick, 1976），应用于组织研究中，松散耦

合表现为企业整体表现和内部元素特征同时存在，组织不因子单元在职能与地理等方面的高

度分散而失去其核心，各子单元也不因融于组织系统而失去其自有特征，适用于解释组织中理

性与不确定性共存，目标和行为既保持一致又存在冲突的情形（Orton和Weick, 1990; 李会军

等, 2015）。对组织领域中松散耦合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研究仍面临几大挑战：第一，内

涵界定模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层面，进一步探讨松散耦合本质与内涵的文献较少，限

制了理论发展。第二，研究结论不一致。现有文献关注话题跨越个体、组织间、组织与环境间等

多个层次，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第三，应用范围受限，现有研究主要将松散耦合理论

应用于传统商业组织形式下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及组织行为等领域，在开源社区、数字创

新平台等新兴组织类型的应用较为有限（Zhou等，2024）。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尝试厘清和梳理现有文献以拓展松散耦合理论的应用边界与研

究视野，促进其进一步发展。首先，基于文献检索和分析结果，本文沿着松散耦合理论的发展脉

络对概念内涵和应用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从关系和结构视角出发建立了对现有研究的总结性

框架。随后，以组织边界为依据，从组织、环境以及二者间的匹配分别归纳松散耦合的前因要

素；以组织层次为依据，从个体、职能部门以及组织整体厘清松散耦合的作用后果。最后，基于

文献评析，从概念解构、机制挖掘、动态演化和情境拓展四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趋势，推动松散

耦合理论在组织领域的应用发展。 

二、  松散耦合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文献检索与分析

本文采用施引文献检索与关键词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筛选和补

充。首先，基于相关性和引用率选择代表文献进行施引文献检索。松散耦合理论于1976年由

Weick引入组织研究领域，随后Orton和Weick（1990）对松散耦合概念内涵和维度重新进行明

确，为该理论发展树立了里程碑。因此，本文将上述两篇作为理论起源和里程碑标志的文献作

为代表，对其施引文献进行检索与筛选，获得507篇英文文献。

其次，通过关键词检索对目标文献进行增补。本文选择“Organizational Coupling”，
“Loose/Tight/De- Coupling”，“Loosely/Tightly/De- Coupled”以及“松散/紧密耦合”“去耦”“解耦”
“组织耦合”等作为关键词，将检索文献与施引文献检索结果进行匹配和筛选，最终获得743篇
英文文献和42篇中文文献。

图1展示了组织领域中松散耦合相关研究的发表数量走势。整体来看，松散耦合理论研究

成果以国际期刊发表为主，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受到的关注有限，近年来随着企业协同

创新和对外投资等跨组织、跨地理边界实践的增加而得以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为深入挖掘和归纳松散耦合理论涉及的概念内涵、前因要素和作用后果，本文进一步围绕

样本文献进行精炼，剔除研究对象非商业组织和研究内容未聚焦于松散耦合的研究，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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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影响力和对相关研究的贡献度，筛选出重点英文文献104篇，重点中文文献14篇，在此

基础上构建松散耦合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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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1    组织领域中松散耦合相关文献的时间分布（1973 ~ 2023年）
 

（二）松散耦合概念在组织领域的引入

松散耦合概念最早被应用于行为科学研究，被用于描述一个生物系统（Living System）或

群居环境中不同层次的有机体与群组或组织与社会等之间的连接关系，系统间耦合的程度取

决于双方共享的变量活动（Activities of Variables）。若共同变量较少，或共同变量对系统的影

响较小，则认为系统之间相互独立，通过松散耦合关系进行连接（Glassman，1973）。
随后Weick（1976）以教育组织为例，正式将松散耦合概念引入组织领域，提出由“校长—

副校长—监管人员”和“教师—教室—学生—父母—课程表”分别组成的两个系统中，共享变量

较少，且重要性较低（如操场），校长与教师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保持独立，二者所组成的学校整

体被认为是松散耦合系统。松散耦合不仅可以存在于个体与系统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各个层

次：个体间，子单元与组织间，组织内部不同官僚层级间，组织与环境间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等等

（Dubois和Gadde, 2002；Newton等, 2014）。例如，Tsai和Ghoshal（1998）从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

角度观测了企业间耦合关系对其资源交换与产品创新的影响（参与者之间）；Mayer和Whittington
（1999）对比了英法德三个国家内部商业系统与制度系统间的耦合关系对企业战略决策、组织

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系统之间）；Liu等（2012）探索了制造商与分销商的耦合联系在企业感知公

平与供应链关系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子单元之间）。事实上，组织领域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

60—70年代，所奉行的主流思想认为组织中的元素通过深刻而紧密的联系进行连接，而

Weick（1976）通过教育组织中的案例分析，提出组织单元间的连接可以是松散的，正式将松散

耦合概念引入组织理论，促进了组织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

（三）松散耦合概念的内涵

自1976年Weick的启发式成果出版后，松散耦合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组

织学科中，不同领域内的学者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如表1所示。然而，由于概念的隐喻

性和新颖性，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应用层面，并未对其含义与构成进行深度探索，且在应用过

程中多侧重单一维度的含义，偏移了概念本身所包含的辩证性，导致松散耦合概念的内涵及外

延仍缺乏明确的界定（Chase和Tansik, 1983; Meyer和Row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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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松散耦合的相关定义

作者 定义

Thompson,
1967

松散耦合是指组织元素间既保留一定程度的理性或确定性以形成一个闭环系统，又兼顾不
确定性以作为开放系统跟外界联系

Glassman,
1973

耦合程度是指系统间共同变量的多少，或共同变量对系统的重要程度

Weick, 1976 松散耦合用于描述元素间能够互相响应，但各自分离，保留了自身身份（Identity）的现象

Weick, 1982
耦合是指任意“A”与任意“B”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强度处于从松散到紧密的连续性范
围。当元素间的互相影响是突然（而非持续）、偶尔（而非时常）、可忽视（而非显著）、间接（而
非直接）以及最终才影响到（而非立刻影响）时，元素之间是松散耦合的

Levinson和
Moran, 1987

组织过程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Orton和
Weick, 1990

松散耦合是同时包含响应性与独特性的二元辩证概念（响应性与独特性的定义见前文）

Beekun和
Ginn, 1993

耦合是指两个参与者之间共同利益分享的程度

Snook, 2000 耦合程度取决于二者间交互的频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现有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是Orton和Weick（1990）所提出的定义，二者对Weick（1976）
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整合，重新定义了松散耦合的含义与边界，以避免不同理论视角的研究

削弱概念本身的解释价值。二人提出可以从响应性（Responsiveness）与独特性（Distinctiveness）
两个维度出发定义不同类型的耦合系统，前者指在变化的环境中系统子单元间所保持的一致

性与协同性，后者指系统内的组织单元各自所具有的异质性和分工性（Brusoni等, 2001）。根据

二者间的相对关系，可以将组织划分为四类耦合系统（见图2）：松散耦合系统允许响应性和独

特性同时存在；紧密耦合系统内子单元间只存在响应性但没有独特性（Tightly Coupled
System）；解耦系统子单元间只存在独特性但没有响应性（Decoupled System）；最后，当响应性

与独特性均不存在时，系统不存在，或称之为非耦合系统（Noncoupled System）。该二维定义得

到了后续研究者们的广泛认同，并被进一步应用在教育学研究、组织理论等多个领域，拓展了

理论运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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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rton和Weick（1990）绘制。

图 2    组织耦合分类
 

（四）松散耦合理论的研究框架

松散耦合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被应用于组织研究时往往需要将其具象化（见表2）。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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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基于关系和结构视角展开探索，前者将松散耦合视为一种关系，侧重二元主体间耦合关

系形成前因与影响后果，可以在组织子单元间、组织间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二元关系中观察到

（Liu等, 2012; Zan等, 2021）。后者侧重整体特征，将焦点企业或焦点网络等视为通过特定耦合

结构建立的整体系统，主要关注组织内部或外部网络如何形成不同的耦合结构并作用于企业

（Beekun和Glick, 2001; Burton和Galvin, 2018）。因此，本文选择从关系和结构两类视角出发，归

纳松散耦合的前因要素和作用后果，形成一个跨边界前因和跨层次后果的系统性研究框架

（见图3）。其中，松散耦合前因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组织边界为主线，探讨组织内外部环境特征以

及“组织—环境”匹配如何影响松散耦合关系或结构的形成。松散耦合后果的相关研究则聚焦

个体、部门或组织整体等不同层次主体，关注松散耦合关系或结构对其的作用效果。
 
 

表 2    松散耦合的表现形式

研究视角 研究层次 文献 表现形式

关系视角

内部元
素间

Fusarelli,
2002

将教育系统视为整体，关注立法机构与教育机构之间的耦合关系，具
体表现为立法机构对教育机构决策的影响力水平

Nätti和
Ojasalo, 2008

关注服务机构内部个体之间的松散耦合关系，表现为服务顾问之间
相互独立面对各自的客户群体，并相对自主地解决单个项目面临的
问题

组织间

党兴华和张
首魁, 2005

关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节点间的耦合关系，指出节点间的耦合关
系表现为信息/资源交换或其他与工作流相关的耦合

Liu等, 2012 关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耦合关系，通过知识分享、持续承诺和关
系投资综合观察企业间的关系耦合强度

组织—环
境间

Brusoni等,
2001

关注组织与市场环境的耦合关系，采用组织是否通过市场机制外包
产品生产或其他职能表征其与市场环境的耦合程度

Pache和
Santos, 2013

关注组织与制度环境的耦合关系，采用组织是否迎合该制度环境的
要求表征二者的耦合程度

结构视角
组织结构 MacCormack

等, 2012
将组织视为整体，通过观察组织元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确定是否为
松散耦合结构

网络结构
李会军等,
2015

将协同创新体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松散耦合存在于协同创新体的各
个层面，包括组织内部、组织间以及活动和流程之间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具体来看，关系视角的松散耦合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个体和项目小组等内部元素间耦合、产

业链和创新链中的组织间耦合，以及组织与制度、市场环境间的耦合三类。组织内部元素间的

耦合研究涉及个体、项目小组以及职能部门等多种元素（Fusarelli, 2002），如Nätti和Ojasalo
（2008）指出服务机构内部个体间的松散耦合不利于顾客知识的流动，会影响组织内关系协调

与服务质量。组织间的耦合研究主要关注产业链和创新链情境（党兴华和张首魁, 2005; Liu等,
2012），如吴瑶等（2022）发现焦点企业与经销商基于数字化技术能够建立松散耦合的合作创新

关系，进而促进组织间数据共享和分布式创新，提高创新效率。最后，组织与环境间的耦合研究

主要包含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Brusoni等, 2001）。例如，Pache和Santos（2013）认为企业可以根

据资源依赖程度或环境不确定性水平，选择与协调成本更高的制度环境进行耦合。Brusoni等
（2001）以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开发过程为例，揭示了当企业面临“Make or Buy”的选择时，

如何根据产品依赖性和部件技术变化率，调整与市场环境耦合程度的过程。

结构视角的松散耦合研究通常将组织本身或组织外网络视为整体，探索松散耦合结构的

形成前因以及对组织的作用效果和机制。例如，李会军等（2015）提出“组织外协同创新体本质

上是一种松散耦合系统”，认为松散耦合结构有助于解决协同创新体内部利益冲突和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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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高等问题，保障协同创新体的不断延续。MacCormack等（2012）将组织整体视为一个系

统，检验了产品架构与组织结构设计之间的“镜像”关系，发现松散耦合组织中的产品更多呈现

出模块化特征。
 
 

跨边界前因机制

组织因素

·组织资源/能力
·组织活动
·产品架构
·任务/地理分散度
·个体自利行为

环境因素

·技术环境：技术变革、
变化速率等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行业标准等
·制度环境：制度压力、
政治风险等
·文化环境：文化冲突等
·价值网络因素

组织—环境匹配

·组织目标与环境需求
·组织战略与环境适宜性
·制度逻辑冲突

松散耦合

 结构视角

·组织结构

·网络结构

关系视角

·组织子单元间
·组织与组织间
·组织与环境间

跨层次后果机制

个体层次

·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
·问题搜寻意愿

职能部门层次

·部门协调效率
·资源交换效率

组织层次

·组织稳定性
·适应能力
·组织韧性
·合作绩效
·组织合法性
·……

边界条件：内部因素—组织复杂度、规模、经验，高管特征，员工知识、共享价值观等；

外部因素—技术/市场环境动荡性，制度缺位，文化距离，伙伴共享世界观等 

 
图 3    松散耦合理论的研究框架

  

三、  跨边界的松散耦合前因梳理

以组织边界为依据，松散耦合的形成前因包括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二者间的匹配程度

三类。从组织内部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结构视角，认为企业现有资源能力、产品架构、组织

活动以及组织身份等因素将会影响其耦合结构的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现有研究包含了结构

与关系两类视角，企业组织内耦合结构和组织间耦合关系受到其所面临技术和市场环境、价值

网络特征以及同构压力等因素的作用。此外，组织同时嵌入在内外部环境之中，若二者对企业

的要求存在冲突，其内部元素间的耦合结构以及组织间、组织与环境间关系也会相应做出改变

（即“组织—环境”匹配的相关研究同样包含两类视角）。本文选取18篇涉及松散耦合形成的代

表文献，将其中的前因要素以及频数统计归类如表3所示。

（一）组织因素

组织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结构视角展开，关注组织内部影响其整体耦合结构形成的因素。

第一，企业现有资源或能力能够影响其对内外部环境的解读以及应对威胁时的响应方式，进而

决定企业是否会根据内部需求或外部环境变化改变组织耦合结构（Brusoni等, 2001; Staber和
Sydow, 2002）。例如，当员工多样性较高时，组织内部对制定的战略将会存在多种解释和理解，

为发挥雇员的主观能动性，企业倾向于采取松散耦合结构以促进战略实施（Frandsen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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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松散耦合前因及代表文献分布

代表文献
组织因素 环境因素 组织

—环境
因素

边界条件
资源
能力

产品
架构

组织
活动

其他
因素

技术
环境

市场
环境

制度
环境

价值
网络

内部
因素

外部
因素

Meyer和
Rowan,
1977

组织目标
同构压

力
制度冲

突

Boynton
和Zmud,
1987

信息化
水平

组织规划
任务/地
理分散

度

March,
1987

管理认
知

信息处理
自利行

为
Orton和
Weick,
1990

管理认
知

任务分
散度

需求分
散度

制度冲
突

Brusoni
等, 2001

知识专
用性

技术外包
技术变
化率

Staber和
Sydow,
2002

知识专
用性

技术不
确定性

市场不确
定性

组织规模

Luo, 2005
资源依
赖程度

市场不确
定性

共同认
知

文化距
离;市场
不确定

性

Sahaym
等, 2007

组织联盟
技术变

革
产业标准
IT投入

行业投
入多样

性

MacCorm
ack 等,
2012

产品多
样性；
模块化
结构

组织惯例
组织设计

Frandsen
等, 2013

员工多
样性

信息交流
信息处理

Furlan等,
2014

模块化
结构

技术变
革

Misangyi,
2016

组织目标
规范压

力
制度冲

突
Ramus等,
2017

组织规
范

内部合作 竞争强度
制度复
杂性

制度(逻
辑)冲突

Burton和
Galvin,
2018

产品复
杂性；
模块化
结构

技术变
革

Raffaelli
等, 2019

政治关
联

社交整合
共同愿景

组织身
份

竞争强度

Leo, 2020
模块化
结构

知识储量
组织经验
主导设计
创新类型

行业主
导产品
结构稳
定性；
顾客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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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组织活动同样影响耦合结构的形成。组织目标、规划和设计驱动企业建立与之

相适配的耦合结构，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技术逐渐在企业实践中得到普及，此时

有着信息化目标的企业往往会采取松散耦合结构以提高子单元自主性和运营效率，进而促进

组织内部信息技术的快速应用（Boynton和Zmud, 1987）。
第三，产品架构是指将产品功能与其构成元件进行匹配的整体逻辑，研究认为产品架构是

组织架构的“镜像”结果（Furlan等, 2014; Burton和Galvin, 2018），反映了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的

组织结构设计。组织的治理结构、问题解决惯例以及沟通交流形式等限制了其搜寻解决方案的

空间，因此，产品的模块化或结构化特征反映了其内部耦合结构的特性（MacCormack等,
2012）。通常来讲，松散耦合结构往往与模块化架构的产品相关，紧密耦合与结构化产品相关

（Hofman等, 2017）。
第四，组织耦合结构也受到内部任务或地理分散程度、个体自利行为、组织地位等因素的

影响。例如，跨国企业子公司地理分散程度高，面临来自多个东道国差异化的环境需求，其内部

耦合结构需要根据企业成熟度和文化多样性等进行巧妙设计，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挑战（Orton
和Weick, 1990；周超等，2024）。

（二）环境因素

从外部环境来看，来自技术或市场环境、价值网络等方面的制约或驱动因素广泛存在，它

们引导企业不断根据环境变化做出耦合结构以及组织间耦合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包括行业技

术变革及其变革速率（Brusoni等, 2001; Burton和Galvin, 2018）；市场动荡性、竞争强度以及是

否存在产业标准（Sahaym等, 2007; Ramus等, 2017）；价值链信息交流及分散程度（Furlan等,
2014; Li, 2020）；制度压力等等（Misangyi, 2016）。

第一，技术范式变革驱动企业进行组织耦合结构的调整。技术变革反映了某项基础技术为

行业所提供价值的变化速度，能够打断行业当前的均衡状态，同时降低企业现有资源的战略价

值（Henderson和Clark, 1990）。技术变革增加了产品架构和顾客需求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耦合

结构提出新的要求，企业需要根据产品架构变化与现有资源响应能力重构内部单元间的耦合

关系（Burton和Galvin, 2018）。此外，对于参与多技术、多组件产品设计和生产的企业而言，其组

件间的技术变化速率是否平衡也是影响组织耦合结构的重要因素。Brusoni等（2001）基于研发

合作网络，提出企业通常会选择在企业内部研发设计核心组件的关键技术，其他技术则会选择

通过外包或联盟等较为松散的网络结构进行研发。当核心组件的变化率更高时，为了更好地从

技术创新中获益，企业倾向于选择内部研发主导的紧密耦合结构，从而掌握行业技术变革的

轨迹。

第二，市场环境特征影响企业对耦合结构的选择。当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时，企业难以

表 3  （续）

代表文献
组织因素 环境因素 组织

—环境
因素

边界条件
资源
能力

产品
架构

组织
活动

其他
因素

技术
环境

市场
环境

制度
环境

价值
网络

内部
因素

外部
因素

Li, 2020
资源依
赖程度

市场不确
定性

政治风
险

价值链
分散度

Asplund
等, 2021

组织类
型

生态特
征

组织能
力/目标
匹配

个体知识
特征

总计 10/18 3/18 10/18 5/18 6/18 6/18 5/18 3/18 5/18 3/18 4/1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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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决策与目标间的因果关系，倾向于选择更加松散的耦合结构以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

（Orton和Weick, 1990）。当市场中存在明确的产业标准时，不同企业遵循通用的设计、制造和操

作规范，组件兼容性和质量得到提高的同时，焦点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受限，降低了企业广泛整

合内部活动的动力，为选择松散耦合的网络结构（如联盟、合资等）提供了机会（Sahaym等,
2007）。

第三，企业内部子单元以及组织间的耦合关系受到外部制度与文化环境特征的影响。从关

系视角来看，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常常会面临较高水平的制度压力，为了降

低负面来源国溢出效应，部分企业将会选择松散的母子间耦合关系以提高子公司合法性

（Misangyi, 2016；周超等，2024）。
第四，企业价值网络会影响其对组织内外部耦合关系的选择。例如，Chase和Tansik（1983）

提出与顾客的联系紧密程度增加了需求的多样性和分散程度，从而提高了组织内不同单元间，

如售后、市场、研发等部门的解耦化需求。Luo（2005）以组织联盟这一松散耦合系统为例，提出

联盟企业间对程序公平性的共同认知能够提高二者间的耦合程度，进而促进联盟绩效，二者间

的文化距离和市场不确定性则弱化了这一正向关系。

（三）组织—环境因素

组织与环境特征是否匹配会影响耦合结构的决策，包括组织与市场、制度环境需求以及价

值网络合作者等的匹配程度。从结构视角来看，当内外部环境对组织存在互相矛盾的期待时，

企业将会做出耦合结构的改变（Meyer和Rowan, 1977），如魏江和王诗翔（2017）提出新兴跨国

企业面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双元制度要求，会根据所处市场状态和组织地位的不同匹配情境，谨

慎设计组织耦合结构以帮助焦点子公司克服合法性劣势。以社会企业为例，Ramus等（2017）归
纳出，当面临内外部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矛盾期待时，社会企业可以建立紧密耦合结构，如

增加合作、强调规范等，以缓和组织内部不同单元间的紧张关系。

从关系视角来看，组织间耦合关系受到二者能力与目标匹配程度的影响。以“公共—私营”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为例，Asplund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公共组织（如学术机构）更

加侧重探索性知识的开发，私营组织更关注现有知识的商业化，二者生态重合度低，耦合强度

相应较低。然而，当面临互补者缺失的挑战时（Complement Challenge），二者合作意愿将会出于

价值创造的共同目标得到显著提升，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耦合关系。反之，若二者的生态系统

面临组件挑战（Component Challenge），为了避免竞争对手“搭便车”行为，二者将会采取较为松

散的耦合关系，降低合作强度。

（四）边界条件

从内部来看，组织规模、经验知识、创新类型以及个体知识特征等能够作为情境条件影响

不同前因要素的作用效果（Staber和Sydow, 2002）。Leo（2020）针对“产品—组织”架构的镜像假

设提出，当组织现有的结构化知识较多或针对相应结构的运营经验较为丰富时，产品架构和组

织架构间的镜像效应更强。此外，当组织采用了行业主导产品设计时，会倾向于学习领先企业

的成熟结构知识以弥补自身经验缺乏的劣势（彭新敏等，2022），进一步加强产品和组织架构间

的镜像效应。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组织内个体知识的类型也会影响企业间耦合关系的形成

（Asplund等, 2021）。当企业雇员掌握更多与组织间重合领域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利用型知识

时，更能够促进企业与学术型组织建立紧密耦合关系，以促进学术机构中探索性知识的商业化

应用。

从外部来看，松散耦合前因要素的影响受到文化距离、技术变革、行业投入多样性、主导产

品结构稳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以及顾客需求等因素的作用（Luo, 2005; Furlan等, 201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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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ym等（2007）从模块化系统和交易成本两个视角出发，探索了行业投入多样性在全行业信

息技术投入水平（IT投入）和组织间松散耦合的调节作用，认为从模块化视角来看，行业生产系

统需要的投入越多样化，企业越能够通过松散组织间关系（如联盟等）创造新的投入组合，从而

形成竞争优势。因此，行业投入多样化能够促进行业IT投入对组织间松散关系的正向作用。然

而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投入的多样化会带来管理上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协调上的困难和机会

主义行为的出现，企业倾向于选择紧密耦合关系以提高效率。 

四、  跨层次的松散耦合后果归纳

松散耦合作用后果研究往往将其视为企业的管理战略之一，能够对不同层次的组织单元

及其之间的互动带来特定影响，影响效果受到高管能力、组织社会性活动、内部共享认知等因

素的调节（Orton和Weick, 1990; Spender和Grinyer, 1995）。具体而言，松散耦合对组织的影响可

以被归纳为个体、职能部门以及组织整体三个层次，其中关系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其对组

织整体的作用，结构视角研究则分布在多个层次。本文选取14篇松散耦合后果相关的代表性文

献，将其中的影响后果及边界条件频数统计归类如表4所示。

（一）个体层次

在个体层次，松散耦合后果相关文献主要从结构视角出发，关注松散耦合结构对组织中个

体成员的作用（Weick, 1976; Pajak和Green, 2003）。第一，松散耦合结构有利于组织中个体工作

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提高（Hautala等, 2018），这是由于松散耦合系统允许个体自主设置目标，

自我决策感得以提升；同时不强制要求个体间的相互认同、互动和适应，降低了内部可能存在

的冲突（Chase和Tansik, 1983）。此外，松散耦合结构为个体营造了“小组织”氛围，能够增加个

体间的社会交流，促进群体安全感的产生，最终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的承诺（Shen等,
2017）。

第二，松散耦合结构能够提高个体的问题搜寻意愿，促进其创新想法的产生。松散耦合结

构下，组织对个体表现的忍耐程度较高，鼓励成员积极试错，允许多样化想法的存在，从而提高

了个体搜寻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意愿，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出（Pajak和Green, 2003; Pang,
2010）。

（二）职能部门层次

不同于个体层次的研究，职能部门层次的研究主要从关系视角出发，探索部门间的松散耦

合关系对组织的影响，此时松散耦合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其对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部门间

协调性和资源交换有效性。首先，通过松散耦合关系进行联结的职能部门间响应性与独特性并

存，各部门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异质性，组织协调效率降低，时间和物理成本增加，管理者难以自

上而下地推行系统性改革（Beekun和Glick, 2001; Hautala等, 2018）。
同样的效率差异也体现在部门间的资源交换活动中。以创新实践为例，Pa j ak和

Green（2003）发现，尽管部门间的松散耦合关系能够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但此时组

织依赖成员间的非正式网络传播创新资源，不利于创新知识有效准确的传递，使得部门间难以

引进对方的新成果或新流程等，创新实践难以在组织内实现快速广泛的扩散。

（三）组织层次

组织层次的后果研究包含结构与关系两类视角，探讨内部组织或外部网络结构（结构视

角），组织间和组织与环境间关系（关系视角）对组织稳定性、适应能力、合作绩效以及合法性等

的影响。

首先，组织内部的松散耦合结构能够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和适应能力。一方面，松散耦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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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管理者难以将决策有效推行到子单元，高管缺乏改革的动力（Firestone和Wilson, 1985）。
另一方面，松散耦合组织中子单元的独特性降低了风险扩散的概率和速度，某个子单元的异常

难以引起其他子单元的变化（Perrow, 1984），企业稳定性得以提高。此外，松散耦合系统允许多

元化的团队或个体存在，激励员工主动进行问题搜寻，使得组织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挑

战，进而提高其适应能力（Weick, 1976; Shen等, 2017）。
其次，组织间的松散耦合研究包含结构与关系两类视角，主要被应用于企业供应链或战略

联盟等价值网络中，其中结构视角聚焦于企业外部网络结构对组织的影响，关系视角主要关注

焦点企业与其他企业或机构的耦合强度。从结构视角来看，组织间松散耦合结构对企业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组织韧性与合作绩效方面，例如，Li（2020）提出跨国企业通过建立松散耦合的全球

价值网络，能够有效应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提高供应链韧性。Acharya等（2020）以
B2B服务供应链为例，证明上下游组织网络的松散耦合结构能够通过促进企业间模块化流程

的建立，提高合作关系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创新速度。从关系视角来看，组织间松散耦合侧重

二元主体间耦合关系的特征机制，其对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焦点企业绩效或二者合作绩效。

 

表 4    松散耦合作用后果与边界条件代表文献分布

代表文献
个体
层次

职能部门
层次

组织层次 边界条件

组织结构
组织间结构或

关系
组织与环境

间关系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Chase和
Tansik,1983

工作
满意度

组织绩效 任务模块化
环境动态性；
顾客可达性

Firestone 和
Wilson, 1985

稳定性
上下级关系

模糊性

Spender和
Grinyer,1995

组织
承诺

组织变革；
组织绩效

高管角色；
组织社会

活动
Beekun和
Glick, 2001

组织协调 组织复杂性 环境动态性

Pajak和
Green, 2003

问题搜寻
意愿

资源交换
效率

Liu等, 2012 关系绩效
Pache和

Santos, 2013
组织

合法性

Shen等, 2014 组织承诺
适应能力;
组织变革

Hautala等,
2018

创新产出
组织
协调

共享目标/
价值

Bahemia等,
2018

项目领导
自主性

资源专用性 创新种类 产权保护政策

Zan等, 2021 合作创新 组织规模 合作伙伴规模

Acharya等,
2020

创新速度；合
作流程模块化
/关系流动性

Wilkins 和
Emik, 2021

组织合法性

Nambisan和
Luo, 2021

平台绩效 组织实验
共享价值/
世界观

总计 5/14 4/14 4/14 5/14 2/14 8/14 5/1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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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Bahemia等（2018）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企业可以通过非正式的防御机制与关键供应商建

立松散耦合联结，对关键创新资源进行保密处理，避免外部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Liu等
（2012）和Zan等（2021）分别发现，合作双方间（买家—供应商、校—企）的耦合行为，如知识共

享、持续承诺、关系投资以及高频互动等，能够促进二者间关系绩效或合作创新水平的提升。

最后，组织与环境间的松散耦合关系主要被证明可以影响企业的合法性水平。在复杂制度

环境中，企业制定决策时面临内外部多重因素的限制，此时并不一定需要采取“欺骗”“故意操

纵”或是解耦等行为解决差异化或冲突的需求（Greenwood等, 2010），尝试建立与环境间的松

散耦合关系能够作为缓冲机制，帮助企业形成应对矛盾要求的“防火墙”，维护企业合法化形象

（Wilkins和Emik, 2021）。
（四）边界条件

松散耦合的影响效果受到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特征的双重作用。从内部来看，影响松散耦

合影响效果的因素来源于不同层次的多个主体，包括组织整体特征、高管特征、组织活动以及

成员间共享价值观等。组织内部构成的复杂程度会提高松散耦合的正面效应，例如，Beekun和
Glick（2001）以跨国企业为例，指出随着更多子单元被纳入，组织将会更加需要松散耦合关系

以保持系统稳定性。高管角色及其与成员间的联系也会制约或提高松散耦合的有效性，

Spender和Grinyer（199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共享价值观被证实能够弥补松散耦合系统中

变革效率受阻的负面作用，然而高管才是其中的关键，通过设立共同目标，并在执行过程中根

据内外部环境不断调整组织耦合结构，管理者能够有目的地实现组织开放与封闭，从而推进企

业实现持续性变革。此外，组织内部的实践活动同样能够影响松散耦合的作用效果。以平台企

业为例，其数字开放性和可供性使得企业能够开展不同组织结构的实验，从而降低由于元素间

松散耦合带来的模糊性（Nambisan和Luo, 2021）。
从外部来看，松散耦合对组织的影响主要受到环境动荡性、制度环境以及价值网络中其他

参与者等因素的作用。当环境动荡性较高时，组织需要对内部耦合结构与外部耦合关系进行持

续的动态调整，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待，否则组织绩效容易受到单一耦合形式的负面影

响（Chase和Tansik, 1983）。在制度缺位的不完美市场中，由于产权保护等政策的不完善，与供

应链合作者的松散耦合可以帮助企业从创新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益（Bahemia等, 2018）。此
外，在平台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共享价值或世界观可以作为“黏合剂”，帮助企业绑定参与者资

产，弥补松散耦合联结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保持平台的多样性以吸引更多潜在用户，扩大自

身网络效应（Nambisan和Luo, 2021）。 

五、  未来研究展望

聚焦松散耦合理论在组织领域中的研究进展，本文系统性梳理了松散耦合概念起源、内涵

维度、形成前因以及作用后果，最终发现，现有文献在以下四个方面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首

先，受限于概念隐喻性，现有研究大多强调松散耦合的独特性维度，将其与自主权、弱联结等构

念等同，概念内涵界定模糊，极大限制了理论应用边界。其次，受研究方法限制，松散耦合前因

相关研究目前较少考虑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且后果研究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结论。再次，受

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松散耦合的影响后果以及组织耦合决策是动态变化的，未来研究需要突

破现有的静态研究框架，探索其中的动态演化路径。最后，受到概念内涵模糊、研究方法等问题

的限制，现有研究较少将其应用于逆全球化和数字平台等新情境和新组织形式，研究情境有待

进一步拓展。因此，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本文从概念框架、前因后果、动态演化以及应

用情境四个方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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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机制探索

·多情境因素交互
·研究方法创新：
  如构型观视角等

耦合结构动态演化

·组织生命周期
·行业生命周期
·其他视角……

松散耦合概念解构

·维度深化
·类型识别
·测度开发

后果机制探索

·多视角边界条件引入
·中介机制挖掘：组织
  能力、组织合法性等
·结果变量进一步拓展

组织情境
深度延展

① 数字经济

·特定组织形式下（如
  平台型企业创新生态
  系统），如何应用松散
  耦合理论治理组织
  内部/外部网络

② 国际化

·跨国情境下松散耦合
  实践的表现形式及作
  用机制
·不同层次耦合对象的
  探讨

③ 组织韧性

·松散耦合是否能够
  影响组织韧性；
·作用机制与边界
  条件探索

④ 多情境叠加

·①*②：平台国际化
·②*③：全球供应链
  韧性
·①*③：数字技术对
  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

 
图 4    松散耦合理论未来研究展望

 

（一）概念框架的系统解构

尽管Orton和Weick（1990）提出的二元性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现有研究在应用松散耦合

概念时鲜少沿用响应性和独特性共存的辩证含义，大多强调其独特性属性，忽略了不同维度对

组织的异质性作用机制。事实上，松散耦合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平衡观”以及“和而不同”
等思想类似，允许同一组织中矛盾元素的共存（Li, 2014, 2020），能够有效应对组织中的冲突需

求。因此，运用阴阳观等视角或可为解构松散耦合内涵提供新的思路，并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

方管理理论的结合提供新的方向。

此外，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文献研究或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大样本实证分析的定量研究十分

有限，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搜集数据（Liu等, 2012; Hofman等, 2017），量表也多借鉴于网络理

论，尚未形成稳定的成熟测量量表。这表明已有的研究框架中，松散耦合概念的有效性和理论

边界还有待明确，存在定义混用以及根据具体研究问题改编或简化概念的问题，组织领域内相

关研究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仍待提高。

未来研究可以从概念解构和测度开发两个方面对松散耦合概念研究进行拓展：首先，可以

在松散耦合现有概念基础之上，结合阴阳平衡观、“和而不同”等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一

步进行理论建构，厘清概念内涵的不同维度及其对组织的潜在作用机制，通过案例研究、叙事

理论以及扎根理论等多种方法探索响应性与独特性内涵的维度，从而识别出不同形式的松散

耦合结构和关系。其次，在理论建构基础之上，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组织活动、职能、组织间

承诺等多重视角开发松散耦合的测度，包括问卷量表与二手数据代理指标等（周超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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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证研究奠定操作化的理论基础。

（二）前因后果的机制挖掘

针对研究方法较为局限、存在不一致结论等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多重因素、丰富

研究方法和深入挖掘内在机制等思路。首先，松散耦合的前因研究中对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

境因素交互影响的探索较为有限。已有文献从内部高管特征、产品架构和外部环境动荡性、碎

片化程度等角度分别探讨了松散耦合的形成原因，然而企业内外部的影响因素相互嵌入，互相

作用。组织受到外部制度、技术或市场环境特征的影响，在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时，倾

向于根据不同环境特征调整自身特质，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反过来企业的规模、技术能力

等也会一定程度上带来外部环境的改变，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组织耦合决策（Leo,
2020）。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同时引入内外部因素以探讨二者对企业松散耦合结构和关系的

联合作用机制，如引入构型观视角（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考虑内外部因素间的相互影

响和组合作用，探索组织面临不同内外部环境组合时如何进行耦合决策，促进松散耦合与组态

理论之间的交叉融合。

其次，现有研究中松散耦合对组织的影响存在矛盾结论，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松

散耦合二元性定义的混用以及测量标准差异，部分研究关注响应性维度，选择从耦合程度的视

角进行测度，关注独特性维度的研究则主要将元素间的差异性作为松散耦合的代理指标，不同

测量方法导致了当前研究的矛盾结论。此外，松散耦合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边界条件仍待深入

挖掘，矛盾结论的产生可能来源于内在的冲突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引入能力、制度等

多重视角解构松散耦合的中介作用机制，探索其内在的冲突过程并引入相应的边界条件，为企

业规避其负面影响提供理论参考。

（三）结构演化的动态剖析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静态视角下的松散耦合，对于动态环境下耦合结构与关系的战略性转

变相对关注有限。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组织生命周期与产业生命周期等理论视角，从内外部环境

探讨组织耦合动态演变的动力或情境因素。

从组织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往往具有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

组织目标，例如，初创企业往往会通过创新性的产品或商业模式进入市场，此时会倾向于采取

较为松散的耦合结构以激发团队创新，同时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不会由于松散耦合结构难以快

速实现变革，其负面作用较小。随着企业进入成熟期，组织对效率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建立较

为紧密的耦合结构以降低内部协调成本，保证组织目标快速执行（Hautala等, 2018）。
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环境与价值网络质量均存在较大差

异。产业发展初期，监管政策不完善，企业处于无序扩张的阶段，为了降低知识溢出效应，保证

从创新中获益的水平，组织往往会与合作者建立较为松散的耦合关系（Bahemia等, 2018）。随
着产业逐渐成熟，监管政策与行业规范日趋完善，企业倾向于建立紧密耦合的价值网络以获取

更多资源。因此，组织与产业生命周期可能成为推动组织耦合形式演化的动力来源，未来研究

可以尝试探索企业如何根据内外部发展阶段动态调整其组织耦合形式，不同耦合类型之间如

何进行衔接与交替，从而建立时间维度下组织耦合的动态演化框架。

（四）组织情境的深度延展

近年来逆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叠加的经济和科技环境为松散耦合理论提供了新的应用情

境，为拓展理论边界提供新的机会。第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多种新兴产业与组织形

式，跨组织、跨产业的协作共享实践日益凸显，为企业内外部关系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

面，数字技术打破了原有地理区域、时间和组织边界的限制，极大提高了组织内外部参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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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程度和互动频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可供性和可重新编辑性带来了参与者角

色及其行为的不确定性，难以建立长期的稳定合作关系，如何实现协同效应、从数字技术中获

益也相应成为企业实践的难点。因此，组织耦合决策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的特性，谨慎设计

价值网络中的联结程度。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数字化情境，考虑特定组织形式下（如开源社区、平

台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等），焦点企业如何利用不同耦合类型治理内外部关系，从而提高其内

外部协同效应（Klein等, 2020）。
第二，现有组织耦合相关研究主要讨论在单一外界环境下组织内或组织间耦合对组织绩

效的影响，对于跨国企业面临多样化制度环境的应用较少，尤其是对特定类型跨国企业的关注

有限，如新兴跨国企业。尽管制度理论流派有大量学者对组织耦合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之中

主要关注的是组织与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对于组织内部不同子单元，例如母子公司间、子公

司之间的耦合关系探讨不足，且研究路径较少延伸到组织绩效，大多停留在合法性获取这一层

面。因此，以上研究现状呼吁学术界对国际化情境下松散耦合理论的应用进一步深入，包括松

散耦合的实践表现、形成前因以及对组织绩效的作用等方面，从而扩展理论解释的空间和适用

范围（Najafi-Tavani等, 2018）。
第三，近年来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推动组织韧性成为学术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为松散耦合理论提供了新的应用领域。其一，如前文所述，松散耦合被广泛认为可以提高组织

稳定性，某个受到外部冲击的子单元难以对组织中其他单元带来较大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尝试

探索松散耦合的组织结构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危机事件，提高组织韧性。其二，从

外部视角来看，当前断供危机事件频发，生态系统韧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协调不同个体、

组织参与者行为，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或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企业生存并撬动未来发展的关键。

引入松散耦合理论，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以焦点企业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如何预防与解决参与者

缺失的风险，松散耦合的网络结构是否能够作为建立韧性生态系统的最佳实践，以及相应的边

界条件。

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结合多重情境拓展应用边界，例如，结合平台经济与国际化视角，探

索松散耦合在跨国数字平台情境下的应用。相比于传统企业国际化，数字平台国际化情境为现

有的内部化理论框架带来了重大挑战，考虑到平台参与者的外部性，企业难以通过传统的内部

化模式将组织特定优势扩散到海外市场。与之相反，企业需要考虑如何通过调整耦合形式，协

同外部参与者共同建立国际竞争优势，这正是未来松散耦合理论应用的潜在领域。同样，未来

研究也可以结合组织韧性与国际化视角，探索松散耦合的全球供应链关系是否以及如何能够

帮助企业提高组织韧性，企业又如何建立松散耦合的供应链网络以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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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ose coupling theory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for coordinating highly dispersed
organizational subunits in enterprises, and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The core concept of loose coupling aims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subunits in a
system respond to each other while retaining their respective identities, maintaining physical and logical
separation.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vague definition of connotations,
inconsistent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limited application scope, greatly limiting the boundary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Reviewing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73 to 2023,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loose coupl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s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spans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and levels. Meanwhile, in response to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further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from four directions: conceptual
deconstruction, mechanism mining, dynamic evolution, and situational expans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oose coupling theory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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